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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年多，歐洲局勢趨於穩定，俄共轉身關注東方，冀圖

通過顛覆殖民體系，消滅資本主義，建立自己的安全屏障，中國遂成為它的首要

目標。通過組建中國共產黨和與孫中山、馮玉祥結盟，俄共的戰略曾掀起大浪，

但終歸失敗，原因在於其與人性對立，與現代社會的要求背道而馳。共產主義的

三大信條——消滅資本主義、打倒帝國主義，以及階級鬥爭路線導致中共困頓；

改革開放拋棄其中之二，開創了新局面，但關鍵一條——公民的自由權尚在纏

鬥。百年崎嶇留下永遠不應忘記的教訓。

關鍵詞：「十月革命」　中國共產黨　共產國際　孫中山　中國國民黨

「十月革命」改變了二十世紀人類歷史行程。除了對撲滅德國法西斯（國家

社會主義）有很大貢獻外，一部七十四年的蘇聯史乏善可陳1。它帶給世界最

大的變化是把共產主義從思潮變為擁有三分之一人類的十五個國家的政權，

使這些國家的人民歷盡千霜萬雪。

1920年代開始，中國人「以俄為師」，接連結下兩個果實：從廣州到南京

實行黨國體制的國民政府；於1921年組建，並在1949年贏得全國政權的中國

共產黨。兩者對中國社會面貌和中國人命運影響之深，世所罕見。研究中蘇

關係史的學術成果很多，本文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考察「十月革命」

後俄共對中國的戰略，以及1920年7月共產國際（俄共的附屬機構）第二次代

表大會通過的〈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和〈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

充提綱〉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這兩個文件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理論和行動的

基本依據。

俄共的戰略與中國之命運
——「十月革命」百年祭

●袁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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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共（共產國際）的戰略目標和行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四大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德

意志帝國）坍塌，民族獨立原則基本上在歐洲確立。芬蘭、立陶宛、愛沙尼

亞、拉脫維亞等多個新國家應運而生；奧地利、匈牙利、土耳其等在廢墟中

重生，失去昔日光環，淪為二流乃至三流小國；柏林、漢堡、布達佩斯等蘇

維埃暴動相繼失敗，歐洲局勢趨於穩定。蘇俄西進的希望破滅，列寧和俄共

遂將注意力轉向東方；把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變為自己的附屬國或盟國，成

了其戰略目標。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舉行的共產國

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把民族、殖民地問題作為主要議題，通過了主要由列寧起

草的〈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和職業革命家印度人羅易（Manabendra 

Roy）起草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以下合稱〈提綱〉），作為行

動綱領。

在這個大戰略中，中國被定位為「政治上被壓迫而且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

地位的國家」2，成為落實這個戰略的主要戰場。為此，1920年代初，俄共

（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工作的各色人員絡繹於途，並選擇上海作為主要活動基

地，推動中國和東亞革命。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組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

主義運動是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和共產國際戰略結合的產物，其開

端是「一群知識份子在搞革命」3。當時主要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都是這些

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到群眾中去」發動起來的。

正如一位法國當代史家所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着自由歐洲的文明的

自我毀滅，大戰讓思想真空的豁口打開，各種關於階級和種族的意識形態趁

虛而入，而這些意識形態又都將內戰和對外戰爭當成統治原則。」4歐戰徹底

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弊端，人類向何處去？補苴罅漏的各式社會主義和激烈的

共產主義思潮在全球流行，並通過各種途徑湧入中國。得益於北洋統治下的

中國思想文化環境比較寬鬆，從1919年開始，各派報刊紛紛刊登文章介紹這

些新思潮。

當時一些最激進的知識人選擇皈依馬克思主義。據楊奎松的研究指出，

「1920-1922年間中國至少出現過7個自稱是共產主義的組織或政黨」5。以參

加1921年7月23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組織來說，國內

共有「六個小組，有五十三個成員」6。其中最早的共產主義組織出現在四

川，是中國人自發組織起來的：「我們的組織是由一些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教師

建立的。他們起初成立了一個研究會，在這裏聚集了一些研究馬克思主義 

的大學生。⋯⋯在1920年3月12日，我們的組織在重慶正式成立了。」7而在

俄共派來的維經斯基（Gregory Voitinsky，又譯魏金斯基、維丁斯基、威琴斯

基；化名吳廷康、伍廷康、胡廷康等）推動下在1920年8月下旬成立於上海的

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則成立於同年10月。可

見，即使沒有外力介入，中國也必然誕生共產主義政黨。

不過，中國共產黨由不足百人的小組織，在短時間內出現爆炸式增長，

成為全國性的大黨，決定性因素則是共產國際蓄意推動和大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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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4月，先是維經斯基以設立華俄通訊社的名義偕同夫人和翻譯楊明

齋等人來華；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陳獨秀，與陳商定並出資支持

建立中國共產黨，幫助各地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劃

召開中共一大；出版宣傳刊物和書籍（包括《共產黨宣言》等譯作）。中國知識

階層懂俄文的人很少，共產主義先驅們多半從日文書刊中攝取共產主義知

識。對不懂外文或難以獲得外文資料的年輕人（如毛澤東）等來說，這些譯文

和宣傳品是他們了解共產主義的主要視窗。

1920年7月，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報告：「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

組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導部和組織

部。」8同年9月，「為在東亞（中國、朝鮮和日本）直接進行實際活動，（在上

海）成立組織中心——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下設三個科，即中國科、朝鮮科

和日本科」9。

從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經費絕大部分來自共產國際。儘管陳

獨秀曾信誓旦旦說：「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我們要獨立自主地幹，

不能受制於人。」bk但心有餘而力不足，中共最初的數十位成員大都是剛從中

學或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籌集資金談何容易。李達回憶，1920年「十二月間，

威琴斯基回到蘇俄去了，當時黨的工作經費，每月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卻

無力負擔，因為當時在上海的黨員大都沒有職業，不能掙錢」bl。當時區區

200元，只相當於一位教授一個月的工資（胡適在北京大學的工資每月280元）。 

中國共產黨的生存，離不開共產國際的資金挹注。據1922年陳獨秀給共產國際

的報告：「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 

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bm共產國際東方部撥給中共1923年 

的經費預算是12,000金盧布bn。直至1927年，中共活動經費大部分仍然來自

共產國際。可以說，沒有共產國際，就不可能有全國規模的人數眾多的中國

共產黨bo。

中共不單成立初期在共產國際卵翼下活動，直至第一次大革命徹底失

敗，也擺脫不了對蘇聯共產黨（聯共）的依附性。論者指出：「1923-1927年的

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

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做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

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然後把嚴重的後果強加給中

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由共產國際做成決議、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監督

下，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監督下貫徹。」bp1935年遵

義會議後，由於關山阻隔，聯絡非常困難，加上情況瞬息萬變，中共才獲得

較多自主權。不過，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從領導人的選擇到大戰略，

都奉命唯謹；即使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後，中共仍奉斯大林為導師，把聯共

作為自己的領導，許多重大問題都主動匯報和請示。1949年7月中共向聯共的

報告便說：「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是這樣認識的：即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

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服從世界利

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我們中央在說

明我們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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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莫斯科派出的人員中，以下三位最值得注意，他們深深介入了

1927年國共徹底分裂前國共雙方所有重大決策。

（1）維經斯基，在推動成立中國共產黨後，多次在俄中之間走動。共產國

際先後成立遠東書記處、東方部及名稱不同的附屬機構，他都是主要負責人

之一，從而成為1920年代共產國際處理中國問題的重要幹部。

（2）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荷蘭人，第二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

員，曾長期在荷蘭的殖民地印尼活動。1921年6月到達上海，參加了7月舉行

的中共一大；1922年8月29至30日參加在杭州西湖舉行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全

體會議，決定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他曾與孫中山三次會晤，

致力於促成國共合作和開展工人運動；也是1920年代俄共派到中國的重要使

者。他與維經斯基在好些問題上存有分歧。

（3）鮑羅廷（Mikhail Borodin），1923年8月到達哈爾濱，10月抵達廣州。

作為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派駐廣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備受孫中山重視，被聘

為國民黨顧問和委以重任，孫對其可謂言聽計從。其工作成果主要有：把國

民黨改組為列寧主義式政黨；把國民政府塑造為黨國不分的準蘇式政府；辦

黃埔軍校，建立起一支忠於領袖的「黨軍」，並成功地「北伐」，為國民黨長達

四十多年的威權統治奠定了牢固的基礎。1927年4月、7月，鮑羅廷先後與蔣

介石、汪精衞決裂後黯然回國；1949年初被捕，1951年5月29日死於遠東的

勞改營裏。

共產國際帶給中國共產黨的除了經費、代表外，還有理論和活動策略。

中國第一批共產黨人參加共產黨組織前後思想是龐雜的，出席一大的十三人

中，因各種原因先後離開共產黨的多達七人，其中多數因理念不同拂袖而

去。就影響巨大的三位領袖人物（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而言，他們的思

想轉變也頗曲折。

以陳獨秀來說，儘管他幾次赴日，聲稱留學，但每次停留時間都很短，

沒有系統地學過某門知識，沒有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他一生信仰多變：

1920年代初選擇了共產主義，大挫折後成為托洛斯基主義小組織的領導人；

40年代回歸自由主義，成為批判斯大林專制統治的先驅。

隨之而來的缺陷是理論思維和邏輯不嚴密。1919年陳獨秀的聲譽登峰造

極，在這年12月1日《新青年》發表的〈本誌宣言〉中，他說道：「我們理想的

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

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

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

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br 

他用上二十四個形容詞來闡述一個虛無縹緲的「新社會」。這不是記下思想閃

光的隨感錄，而是代表《新青年》同人共同意見的宣言。只能說，這不是偶然

的失誤，而是當時陳獨秀理論思維的真實表露。而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上，

陳獨秀寫道：「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bs直至

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發表〈談政治〉一文，明確表示「十八世紀以來的政

制已經破產」，「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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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術論文 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bt，才顯示他已接受了馬克

思主義——這是他與維經斯基交往半年後的變化。

李大釗是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中罕見的系統學習過現代政法知識

的領袖，號稱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第一人。可是，他在中共成立一年

多以後、1923年1月出版的《平民主義》一書中仍然堅持：「男子的氣質，有易

流於專制的傾向⋯⋯若想真正的『平民主義』在中國能夠實現，必須先作婦女

解放的運動，使婦女的平和、美、愛的精神，在一切生活裏有可以感化男子

專暴的機會，積久成習，必能變專制的社會為平民的社會。」ck這些觀點顯然

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格格不入。

又以毛澤東為例，這位熱衷政治、有志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青年，儘

管自稱：「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

個馬克思主義者」cl，實際在這一年9月28日，他仍宣稱「湖南自治是現在唯

一重大的事」；並堅信「不論那一國的政治，若沒有在野黨與在位黨相對，或

勞動的社會與政治的社會相對，或有了在野黨和勞動社會，而其力量不足與

在位黨或政治社會相抗，那一國的政治，十有九是辦不好的」cm。兩個月後，

他的政治態度急劇轉變，表示「深切的贊同」蔡和森提出的「社會主義為資本主

義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資本經濟制度，其方法在無產階級專政」cn。

1936年毛澤東對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說過：「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

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

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鬥

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co儘管讀這幾部書的時間回憶有些誤

差，但這些書對其思想轉變起了關鍵作用則是肯定無疑的。而這三部書都是

靠維經斯基帶來的資金支持，用新青年出版社的名義在上海出版的。

至於推動這些精英思想統一的主要場合是共產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中共

從一大到六大，都是在共產國際代表領導下舉行的，各項決議均須獲得國 

際代表的首肯。頭三次代表大會，基本內容是〈提綱〉的中國化。〈提綱〉的要

點是：

（1）階級利益不可調和，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堅決消滅地主和資產階級，

消滅資本主義。「共產國際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其着重點應該

是使各民族和各國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彼此接近，以便為打倒地主和資產階

級共同進行革命鬥爭。」cp

（2）打倒帝國主義。「從殖民地所取得的額外利潤，是現代資本主義財力 

的最主要源泉。」「殖民地的分離和本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將推翻歐洲的資本 

主義制度。」cq宗主國和殖民地利益不可調和，必須堅決革命，「從而使所謂在 

資本主義制度下各民族能夠和平共處和一律平等的市儈民族幻想更快破產」cr。

（3）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領導權，即獨立領導工農運動，爭取領導武

裝，避免建立歐美式國家，力爭建立蘇維埃制度；可以和應當同現有的爭取

民族獨立和民主的資產階級組織合作，但反對他們控制工農革命鬥爭，反對

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實現政治的獨立」即實現英美式民主的綱領；領導

工農「第一步應當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進而「創立蘇維埃共和國」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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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衞蘇俄是世界政治的中心點，是各國工人和勞動者的任務。「必須

實行使一切民族和一切殖民地解放運動同蘇俄建立最密切的聯盟的政策」，

「戰勝世界帝國主義」，以聯邦制為「過渡形式」，最終實現統一的世界蘇維埃

共和國聯盟ct。

最後一點是俄共宏大戰略的立足點，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包括

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國共產黨人都力不從心，除了高呼口號外，實績不彰。

其他三點經過中共領導和俄共使者努力，或變為廣為傳播的口號，或成了中

國共產黨長期堅守的信條，導致它的盛衰和困厄。不過，說到底，策略可以

隨時改變，不變的是俄共的戰略目標——把中國變為附屬國。〈提綱〉所列種

種，都是為這個戰略服務的。

二　蘇俄與孫中山、馮玉祥的利益交換

組建中國共產黨是俄共着眼未來的重要一手，但百人小組織要成長為影

響中國政局的重要力量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現有政治力量中尋找盟友，顛覆

中國的合法政府，是俄共的另外一手。要是說宣傳共產主義和組織共產黨是

公民擁有的正當權利，顛覆外國的合法政府則是踐踏國際法的勾當。蘇俄

1920年代開始就將這個計劃付諸行動，早於軍國主義日本和希特勒德國，開

二十世紀一國政府顛覆別國政府的先河。

在中俄兩國關係上，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蘇俄政府先後發表宣言， 

宣布放棄沙俄侵略中國掠取的領土、賠款和各種特權，廢除不平等條約，讓

中國各界人士一片歡騰。1922年，蘇俄與中國政府談判建交，俄共中央政治

局卻給談判代表發出電報說：「不能允許」按這兩次宣言辦事，要保住在蒙古

和中東鐵路的利益和特權dk。與此同時，蘇俄積極尋找和培植自己的盟友。

首先，俄國人考慮過吳佩孚，但最終選擇了孫中山。原因無他，乃由於

雙方利益深度交集，孫中山願意不顧國家主權，迎合蘇俄。辛亥革命後孫中

山和國民黨夢寐以求的目標，是把全國政權奪到自己手中。其行動軌迹表現

為：第一，違背與袁世凱的約定成立臨時政府，內外交困中迫不得已才把權

力交給袁世凱；第二，交權前炮製先天不足的《臨時約法》，冀圖架空袁世

凱，沒有達到目的，但卻因錯誤的制度設計，成為民國頭十五年間政局亂象

叢生的根源；第三，踐踏法治，輕率發動「二次革命」（1913）和「護法戰爭」

（1917-1922）dl。惜事與願違，處處碰壁，內外交困。1920年代開始，當俄國

人向孫中山伸出橄欖枝，兩者很快就結盟了。雙方的交易是：

（1）蘇俄答應用各種方法幫助孫中山成為中國最高統治者。孫中山則同意

蘇俄的要求：俄軍不必「立即」從蒙古撤退；中東鐵路仍由俄方管理（而這兩條

正是吳佩孚堅決不答應的）。蘇俄認為孫氏掌握全國政權後，會成為它的堅定

盟友，從而為實現其戰略目標奠定良好的基礎。

（2）給錢。孫中山要求得到的第一筆錢是200萬墨西哥元（相當於同額金

盧布）。俄共中央政治局同意這個要求，一年內付足；光辦黃埔軍校就給了

270萬金盧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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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學術論文 （3）給武器，練黨軍。蘇俄一是給武器裝備和顧問，幫助孫中山編練軍

隊：「已知從1924年10月到1926年7月北伐作戰開始前後，蘇聯援助國民黨

的武器裝備，就有各式步槍近4萬支、機槍150挺、大炮24門、飛機15架、

子彈3,600萬發、炮彈4,000發⋯⋯」此外，還有久經沙場的近五十名軍事顧 

問dm；二是要求出動紅軍，攻打張作霖；或在新疆、蒙古訓練一支國民黨軍

隊然後打進內地；更露骨的是：「孫逸仙建議⋯⋯直接指明根據他的請求，我

們的一個師佔領東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雙方拉上德國在那裏合作開礦，並

在那裏建立蘇維埃制度dn。不過，後者難度太大，蘇俄沒有付諸行動，代之

以在廣州辦軍校，練黨軍，出師北伐。

締結這一聯盟的前提是蘇俄認為剛誕生的中共不可能在短期內奪得全國

政權，要實現它的戰略目標，當下需要一個寄生體。與此同時，它認為孫中

山的政治影響力尚在，應該加以利用；但國民黨缺乏活力，需要新生力量衝

擊。因此，共產國際特地通過決議要求中共黨員（當時總數約二百人）以個人

身份參加國民黨。

另一個重要布局是在北方培植、壯大馮玉祥的軍隊。馮玉祥依附直系

後，處境不佳：「當時，馮玉祥及國民軍政治上非常孤立⋯⋯馮玉祥急需擴充

所部軍隊，但他既無金錢也沒有取得武器的渠道。」do斯時斯地，俄國人來

了。馮玉祥一反過去的公開言論，答應支持蘇俄關於蒙古和中東鐵路的要

求，接納蘇俄顧問和以國民黨名義派來的政工人員（基本上是共產黨員），按

他們的要求整訓軍隊，從而從蘇俄手中撈到一大批武器。楊奎松指出，「已知

從1925年3月到1926年10月，莫斯科在短短一年半的時間裏就向國民軍〔馮

玉祥的部隊〕提供了各式步槍59,357支、機槍230挺、各種大炮60門、迫擊炮

18門、飛機3架、手榴彈1萬枚、步槍子彈6,970萬發、軍刀4,000把。火焰噴

射器10支等大量武器裝備和彈藥」dp。因馮玉祥部隊駐地靠近蒙古，交通相對

方便，蘇俄給其提供的武器比給廣州國民黨的還要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6月25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斯大林的報

告，作出九點安排，其中兩條是：「採取措施，使現時的中國政府對運動保持

善意的中立態度，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讓政府分裂和癱瘓」；「倘若上一點

所述措施不能成功，那就依靠馮玉祥軍隊和國民黨軍隊驅散現政府〔段祺瑞政

府〕，成立有國民黨人參加的新政府。」dq由於「五卅運動」迅速平息，這個計

劃無法實現，俄共才不得不下令改變計劃，安撫群眾，保存力量，圖謀再起。

同年10月，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計劃再次啟動。11月初，馮玉祥在張家口

召開秘密會議，國民軍兩名將軍與維經斯基、蘇聯駐華北軍事顧問團領導人

沃羅寧（外文原名不詳）和國民黨代表徐謙參加會議，詳細制訂了軍事行動計

劃dr。俄共中央政治局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還決定「北京政府應當是有馮玉

祥、國民黨人和其他或多或少溫和派參加的聯合政府」ds。同月，馮玉祥與奉

系重要將領郭松齡秘密結盟。21日晚，郭松齡發表反奉宣言，要求張作霖（段

祺瑞政府的主要支柱）下台，馮玉祥也出兵進攻直系部隊。

與此同時，與軍方的行動相呼應，中共北方區委策劃以群眾運動和軍事力 

量相結合的方法，仿效俄國「二月革命」，奪取首都政權。從1925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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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月29日，多次發動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公開號召：「民眾武裝起來，團

結暴動，首都革命」，包圍政府機關和段祺瑞住宅，搗毀章士釗等多位部長的

住宅，佔領警察局，要求段祺瑞立即辭職，成立國民政府。僅因對他們的不

法行為有所非議，11月29日，遊行的學生放火燒掉北京第一大報《晨報》報館

兩間房屋，牽連燒毀了鄰近的三十多間房屋。如此壓制言論自由的暴行，受

到全國各界人士強烈譴責dt。12月15日，日軍直接出兵進攻與馮玉祥結盟的

郭松齡，24日，郭氏兵敗身亡；稍後國民軍也被直系打敗。摧毀中央政府的

計劃又一次失敗了。

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三權分立的現代政治制度。任何國家的政

制均須不斷改進。由於國民黨人不願妥協和走向極端，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穩

定政局的機遇一再落空。進入1920年代，蘇俄進入成了新的亂源，加上北洋

派內部矛盾加深，和平改革的機會終於斷絕。

不過，蘇俄始料不及的是，它的戰略圖謀也一敗塗地。1927年，蔣介石

和馮玉祥屬下的蘇俄顧問全被禮送回國。蔣介石從蘇俄那裏學來一黨專制，

建立了自己的黨國體制，但在龐雜的內涵和行動中包含着兩個合乎歷史潮流

的因素：（1）國家獨立，不願在蘇聯身後亦步亦趨；（2）維護社會穩定和保護

私有財產。這是兩個植根於人性的因素。共產國際要各國、各族人民都聽命

於蘇俄的宏圖大計終歸成為鏡花水月，就是因為它與人的本性衝突。人生下

來是自由的，擁有與生俱來的生命權和發展權。剝奪私有財產就是剝奪生存

和發展的權利。國家獨立、國務自主所以可貴，是因為指望這個共同體能保

障人的自由、安全和發展。

三　後果嚴重的三道緊箍咒

俄共策劃的具體行動隨着歷史煙波逐漸遠去，像夢魘一樣糾纏着中國人

的是他們帶來的三大信條：第一，打倒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第二，打

倒帝國主義，消滅外國資本主義；第三，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共辦了三件大事：第一，經濟上消滅私有制，消滅市

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第二，政治上繼續搞階級鬥爭，嚴格整肅知識份

子；第三，對外關係上向蘇聯「一邊倒」；支持金日成發動「偉大的祖國解放戰

爭」；支持東南亞的共產黨游擊隊。這些都是上述思想枷鎖帶來的惡果。

（一）打倒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安身立命的基石是消滅資本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誕生標誌的

《共產黨宣言》明確宣告：「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

滅私有制。」ek這是對十八、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大發展帶來的黑暗面的強烈而

極端的抗議，在當時當地具有一定的正義性和正當性。〈提綱〉堅持了這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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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本點，並把它傳承給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宣言〉確認：「共產主義者的目

的就是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第一步就得鏟除現

在的資本制度。要鏟除資本制度，只有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並以此作

為「收納黨員之標準」el。在一大通過的黨綱中，也規定以「消滅資本家私有

制」和「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為己任em。

這些宣示開始時只是少數人的獨白、激進群體內相互激勵的誓言，在社

會上並沒有引起人們認真注意。在知識份子群體中，當時關注的焦點是中國

發展的三個選項：（1）發展資本主義（以張東蓀、梁啟超為代表）；（2）走社會

主義道路（以陳獨秀為代表）；（3）回歸傳統，建立「知足戒爭」的「農國」，反

對發展以盈利為目的的工商社會（以章士釗、杜亞泉、張君勱、梁漱溟為代

表）en。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不過是同物異名。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 

爆發，從清末最後十年新政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開始，中國經濟雖然有過 

與世界經濟聯動帶來的短期波動，但整體上一直呈比較迅速發展的態勢。 

美國現代化和中國研究著名學者羅斯基（Thomas G. Rawski）的研究結論是： 

中國「人均產出的持續增長，成為20世紀最初幾十年中國經濟的基本特徵」，

「在1914/1918-1931/1936年，國內總產出增加了五分之二，這意味着調整通貨

膨脹後人均增長率是20%-25%。⋯⋯各項投資迅速擴張，在1931-1936年間，

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超過了總產出10%。投資增長量基本上來自於國內存款

金⋯⋯戰前中國經濟的發展儘管稍落後於同時代日本的發展，但也獲得了巨

大的進步」。值得注意的是，「經濟的擴張並沒有加大財富之間收入的差距」，

而這些無非證明了「戰前中國市場經濟相當有效」eo。改革開放後，中國研究

同一課題的著名學者如許滌新、吳承明、杜恂誠等人也得出大同小異的結

論。可見鼓吹打倒資本主義，不但不合時宜，而且完全脫離實際。

〈提綱〉承認附屬國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可能的合作

者。1945年中共七大決議甚至寫上：「有些人們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

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都是過慮。」ep 

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的法律依據，它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eq；宣布資產階級是四大民主階級之一。不過，

1949年3月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議決：「中國革命在全

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着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

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

主義國家的矛盾。」er這一決議受到斯大林嚴厲批評。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

斯大林寫信，接受後者的「指示」，「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是一

種危險的冒險主義的政策」es。可是，毛澤東一意孤行，在1952年6月重申這

個觀點：「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

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et

「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並列，命運不問可知，消滅資產階級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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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中共開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資本主義

和相應的市場經濟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所有共產黨執政的蘇

區和根據地，侵犯私人工商業的行動不勝枚舉；共和國成立後，消滅了私人

工商業仍意猶未足，在農村一有機會就「割資本主義尾巴」，肆意侵犯私有財

產。其後果是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但與發達國家差距愈來愈大，而且發展速

度與發展水平被好些新興市場經濟體遠遠拋在後面；文化大革命期間國民經

濟更陷入崩潰邊緣；在大饑荒時期餓死三千六百多萬人。如此景況，絕非偶

然。私有財產是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滅私必然帶來巨大的災難。蘇聯，特別

是其糧倉烏克蘭、東歐、朝鮮、中國⋯⋯無一例外。

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是對消滅資本主義這一信條的最好反駁。三十多年

的大發展，最關鍵的一條是恢復、發展了私有制和走上了市場經濟道路。

（二）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外國資本主義

消滅本國的資產階級，有時不得不半遮半掩；而無所顧忌、大聲疾呼「消

滅外國資本主義」或「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煽動民族情緒，卻讓一些年輕人

如醉如癡。

早在1921年，共產國際打算同孫中山合作之初，就認為「主要是廣州政府

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建立這種聯繫的目的是在居民

中和在廣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夠在中國發動全民起義來反對日美資本對整個

遠東的奴役的人物」fk。同時，共產國際建立了附屬於自己的中國共產黨，打

倒帝國主義更成為響徹雲霄的口號。

中共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後，政治學者張奚若一眼看穿背後是蘇俄

的圖謀。1925年10月17日，他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文章尖銳地指出：蘇俄

的策略是中國「越亂越好，越糟越有趣。別的不說，你只看北京近幾個月來每

次學潮的內幕，就曉得我所說的並不是無病呻吟或捕風捉影」，「錢，組織，

勢力，軍閥幫助，都是蘇俄給他們的」。孫中山、國民黨聽信蘇俄這一套，

「小之足以阻止我們的真正改革，大之足以給我們引起國際戰爭」。他語重心

長地說：「帝國主義式的強盜們，不是空口所能嚇到的。」「總之，只要我們能

自強⋯⋯那帝國主義式的敵人，不打自倒。日本是先例，土耳其，乃近證。」

此文石破天驚，引發了一場幾十人發表文章的大討論fl。

1930年代以來很多中國學者的共識是：第一，袁世凱以降，北洋政府不

但沒有出賣國家主權，在收回國家主權方面卻頗有建樹；第二，蔣介石及國

民政府也不是賣國賊，除了堅持抗日戰爭的貢獻外，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

領土及其他主權（香港、澳門除外）都在他們執政期間完成。

一個常識是：如果中國有足夠的力量，根本不用打，通過外交談判就足

以收回外國強佔的利權；本身孱弱，高喊口號，於事無補，而根據國際法據

理力爭，倒能維護甚至收回若干權益fm。通過遊行示威表達民意是公民的正

當權利，但這些手段的應用必須遵守法律，不能破壞社會生活正常秩序，不

能侵犯他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這與共產國際操縱下的暴行是大相逕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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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術論文 共產國際為了煽動追隨者「打倒軍閥」，肆意把中國軍政人員和其他中國

人戴上「帝國主義走狗」的帽子。例如，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確認：「張作

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附庸」；「吳佩孚同美國帝國主義也有聯繫，對他的任何支

持也就是對在中國的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fn。陳炯明「只不過是英國的代理

人」fo。其實，蓋棺論定，他們都是堅定不移的愛國者。

至於消滅外國資本主義，更是經不起推敲的煽動語言。資本的發展必然

是國際性的，哪裏有利可圖就往哪裏走，蔑視國界，整個世界都是資本的舞

台。本國資本要在世界資本舞台獲取優勢嗎？經過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完

全可能。1930年代的中國資本已顯示了這樣的實力。

從1945年的中共七大到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法律依據的《共同綱

領》，都宣布「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外國投資的容納量將是非常廣

大的」fp。建國之初，中國政府沒收了除蘇聯以外的所有外國企業資產。

改革開放後，改正錯誤，掀起吸引外資的熱潮。直至上世紀90年代，外

國資本支配着中國的對外貿易和許多重要的製造業。進入二十一世紀，時移

世易，絕大多數行業本國資本已佔支配地位；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的貿易國，

順差很大；近幾年的新氣象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已超過吸收的境外資本。這

就是市場經濟的威力。

在市場經濟之下，最容易贏取同情心的方法是指責工人待遇低下，貧富

差距很大。經濟史確認的事實是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工人的生活水平也 

在逐漸提高。以中國炒得很熱的「包身工」來說，那僅是1920、30年代紡織業

培訓新工人的一種方式，而且所佔比重很小；期滿後轉為普通工人，待遇就

正常了。國家確有需要立法保護弱勢群體的一些基本訴求，但全面地看， 

實質是各種市場要素如何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產品的品質要求提高，人

力資本的作用提升，勞動者收入提高，勢所必至。工業革命「開啟了一個為 

滿足大眾的需求而進行大規模生產的時代」，「資本主義在英國及其他資本 

主義國家發展的歷史，就是工人的生活水準不斷趨於提高的過程」fq，這個過

程正在中國複製。「工業革命及其導致的富裕，恰恰是資本主義的成果⋯⋯至

於例證，⋯⋯看看蘇聯的情況，在那裏，隨工業化而來的是饑荒。」fr經歷過

1959至1961年大饑荒的中國人，看看腳下土地足矣，不必捨近求遠。

〈提綱〉認為殖民地、附屬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有差別，因

為前者關於民族獨立的任務尚待解決，用〈提綱〉的話來說是「政治上被壓迫」。 

其實，問題不在不同類型國家的資產階級有沒有差別，而是對資本主義和資

產階級的判斷有誤。資本主義隨着經濟發展自然生長，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屢試不爽。

蘇俄曾立志消滅世界資本主義。活了七十四年，自己坍塌了，俄羅斯淪

為二流國家；而資本主義國家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總的說來至今仍在頑

強生長。

由於消滅資本主義世界的信念根深蒂固，中共對外辦了兩件大事：第一， 

支持和參與金日成發動的「偉大的祖國解放戰爭」，與美國及其盟國，在錯誤

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第二，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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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革命為己任，一面提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一面支持東南亞各國

的共產黨和游擊隊，支持印尼共產黨，支持波爾布特（Pol Pot）⋯⋯念念不忘

「打倒帝國主義」，完成世界革命大業。前者已刻入歷史，無法抹掉，留下苦

果未知如何解決，且不知還要付出多大代價；告別後者，也頗艱辛。

林彪1965年9月3日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講話中說：「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後，北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由於種種原因被暫

時拖延下去，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卻蓬蓬勃勃地發展起

來。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整

個世界革命事業，終究要以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

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fs其理論框架沒有跳出〈提綱〉通過解放殖民地、附屬

國來消滅資本主義世界的思路。其背景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世界共產革

命領導中心東移，輪到中國人領導世界革命了。這樣的講話代表中共和中國

政府的意見，不是個人的即興感想。

這樣的宏圖大計，弄得中國與有關國家關係非常緊張。直至1980年代中

國共產黨才幡然覺醒，知道蘇俄鼓吹的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早已過時，

和平與發展是當代兩大問題ft；於是斷然停止對各國叛亂者的支持，解除了

鄰近國家的恐懼。

世界上確有帝國主義和侵略者，他們的侵略行為應該堅決反對。但其中

既有資本主義國家（如日本），也有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建立平等的國家

關係，取決於多種因素，與消滅資本主義風馬牛不相及。

（三）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共產黨消滅資本主義和打倒帝國主義的手段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

政。階級鬥爭理論在認識領域，片面強調了有關階級和階層利益的衝突，完

全忽視它們相互依存的基本面，抹殺了互利共贏的可能性；觀察歷史，對其

破壞性視而不見；處理現實問題，不惜製造或激化矛盾，唯恐天下不亂。主

要有幾大特點：

1、隨心所欲，製造階級鬥爭，劃定階級敵人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是制止動亂，掃除不穩

定的因素，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亂源既來自軍閥，也來自打着革命旗號發

動的內戰；二是改革國家機構，實行民主，保障公民的自由。

1922年7月11日，馬林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像過去俄國農民和現代印度

農民中所存在的階級鬥爭，對中國農民則不存在，也沒有聽說過像印度和朝

鮮農民必須交付的那種高額賦稅。因而，整個農民是中立的。」gk1924年1月

18日，毛澤東向鮑羅廷匯報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湖南、浙江、廣東）發動農民

鬥爭地主，「結果怎麼樣呢？⋯⋯所有這些農民不僅未認識到我們是在為他們

的利益而鬥爭，甚至還仇視我們，他們說：如果不把我們組織起來，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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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發生任何災難，任何不幸」，「一般地說在中國社會分化還沒有達到能夠進行

這種鬥爭的程度」gl。

中外學者許多研究認為中國土地問題並不嚴重，大地主很少，絕大多數

是中小地主。最突出的如陝西省，省政府在報告中說：土地改革中關中地區

四十一個縣市「土地比較分散，可沒收徵收的土地很少」。土改前「該地區半數

以上的人口屬於佔有土地與其人口比例幾乎一致的中農，而中貧農總計的人

口與土地均佔到80%以上」gm。既然如此，只要工商業不受外來干擾，持續發

展下去，把農民吸收到城市，他們的景況就會逐漸改善。對為數不多的大地

主和不恰當的土地佔有，通過政府干預，立法調整，不難解決。可是，中共

領導人迫不及待，用最極端的語言鼓動農民起來造反。1924年7月至1926年 

9月，中共用國民黨的名義，在廣州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前後六期，培訓八百

多人。毛澤東和其他人一樣，把最極端的觀點灌輸給學員：「開工廠的資本家

與工人的利益是絕對衝突的」；「遠自文武諸公，以至於現在各學校（都沒有談

論農民問題，現在的農業學校）不過是研究如何發展農業，使農村變成資本

化；他是代表資產階級如何侵略農村，並不是幫助一般貧農求解放」；大聲疾

呼「中國革命是農民革命」gn。

搞階級鬥爭，可以隨心所欲，把公民分為三六九等，任意決定誰人該打

該殺。

1926年9月25日，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發表文章說，當前的國

民革命，目的在「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哪些算是半封建勢

力？他一口氣開列了十三種人，把奉直軍閥放在首位，不出意外；令人口瞪

目呆的是大學教授和各種宗教教徒竟然在列。此外，六個政見不同的政治派

別：研究系（梁啟超、張君勱、丁文江、蔣方震等人），聯省自治派，國家主

義派，復辟派及新社會民主黨，老民黨（國民黨元老），交通系，統統成了該

消滅的敵人；官僚和洋行買辦不分青紅皂白全要打倒go。當時梁啟超已在清

華國學研究院埋首故紙堆，偶爾對時政說幾句話而已。其他被指責者絕大部分 

只是有自己政治見解的流派，在當時比較自由的環境下，連各地商會也毫無顧 

忌發表對國內外大事的意見，知識份子講幾句話，為何要被打倒和消滅？

無獨有偶，比陳獨秀更早，1925年12月，毛澤東發表著名的〈中國社會

各階級的分析〉，在未經建國後刪改的原文中，作為革命敵人的大資產階級，

就包含「工業家（如張謇、盛恩頤等）」、「反動派知識階級⋯⋯一部分東西洋

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gp。

1924至1927年間，瞿秋白、惲代英等人都宣稱要「無寬恕的反對民族資產階

級」gq。中共第一個綱領規定：「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與黃色知識份子階層以

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繫。」gr可見，這些不是中共個別領導人的偏激言

論，而是其領導層的共識。

2、手段殘酷，罔顧法紀，不講信譽

列寧早就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是無法無天，不受任何約束的。他的中國

學生忠實傳承了這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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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舉行的中共中央第三次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就指出：「農民運

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往往敵人尚未

打着而自己受很大的損失。」gs在蘇區和根據地建立後，變本加厲，每一次解

決土地問題，必然伴隨亂打亂殺。1947年土改中，晉察冀中央局在執行劉少

奇指示，學習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真正的百分之

九十五的農民的意見要打人、殺人，領導機關也不能制止』；⋯⋯『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群眾意見就是政策，就是法院』，『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阜平縣不到半個月打死了300餘人，平山縣3天就打死了100多人，冀晉區在

複查運動中被殺者多達4,000多人，直接受到這種亂打亂殺風潮衝擊的就有

七八個縣幾十萬人之多。」gt

取得全國政權後，號稱「改革」，理應平和、有序一點吧？舉個小例子：

1951年7月16日，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巡視組報告：「惠陽潼湖區欣樂鄉又

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煙、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

便。博羅有用小蛇、大螞蟻裝進地主褲襠，還有吊乳頭、熏煙火、坐水牢、

睡勒牀、點天燈、假槍斃等刑訊方法。」hk這不是個案，全國各地皆有這一類

情況。時至二十一世紀，肉刑，刑訊逼供，在全國司法機關屢禁不止，正是

這一源遠流長的野蠻傳統的流毒。

官方的中共黨史解析學流行一個說法：陳獨秀右傾導致1925至1927年大

革命失敗。其實，共產黨在它權力所及之處「無法無天」，才是它被拋棄的根

本原因。劉少奇說hl：

我認為一九二七年前，我們還犯了左傾錯誤，尤其是在工人運動中⋯⋯

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

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每

日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

獄。檢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

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

這些事幹起來而且越幹越厲害⋯⋯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

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貨物的缺乏⋯⋯而工人運動是當時共產黨員負

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到共產黨身上。

由此可見，不能責怪領導工農運動和在基層工作的共產黨員胡作非為，他們

僅僅是忠實踐行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

在中國這樣的沒有法治傳統、契約精神稀薄的國度裏，政黨不講信譽也

屢見不鮮。1945年的中共七大信誓旦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

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採取合作的而不是採取敵對的態度，我

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hm兩年後，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給斯大

林的報告中居然提出：「在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時候，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

的模式，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的所有政黨都應當從政治舞台上消失。」只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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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大林不同意，這個圖謀才沒有實現hn。此類出爾反爾的言行，在中共歷史中

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3、統制思想，剝奪言論自由，打擊知識份子

階級鬥爭在共產黨未取得政權的時期或地區，往往是暴民專制的別名。

取得政權後，階級鬥爭變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隨意制

裁任何階級和個人。除了消滅地主和資產階級，特別着意統制思想，整肅知

識份子，旨在撲息反對共產黨的思想火種。

從1951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批判胡風、胡適，反右到文革，中國知識

份子反覆在「改造」的煉獄中煎熬。為甚麼會如此？一個說法是這是毛澤東對

他青年時代受歧視的反擊。1936年，他曾憤憤不平地說：1919年在北京大學

時，「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八塊大

洋。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

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ho。毛澤東有睚

眥必報，此說不能說毫無道理。但迄今毛和其他人都沒有留下他人如何不把

他當人看的材料。從學生到教授對一個圖書館職員沒有特別關注，非常正

常。如此耿耿於懷，有胸懷狹隘之嫌。掌握最高權力以後，知識階層山呼萬

歲之際，毛澤東志得意滿，早年「屈辱」早已得到千百倍的補償，因陳年小事

大動干戈，可能性極小。因此，災難來自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信念：

第一，與傳統觀念決裂。《共產黨宣言》宣布：「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

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

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hp作為傳統觀念載體的知識階層，逃脫不了被

改造的命運。文革的核心觀念，就是這兩個決裂。每一次整知識份子的藉口

都是他們沾染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等不良思想。建

國後不久便拿當年毛澤東急於追隨的胡適開刀，罪名是買辦和資產階級文

人，近乎大義滅師，正好證明毛關注的不是個人恩怨。

某一觀念屬於哪個階級，放進學術領域，可以討論千年而無定論。以馬

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的語錄為標竿是否可以是非立判呢？他們的話不可

能句句是真理，且自相矛盾和前後不一之處甚多，引用者的慣技從來是各取

所需。在人們實際生活中是權力至上，大小機關的首長，造反時期的草頭

王，誰掌權，誰的話就是判別是非的標準。

第二，列寧主義的國家觀和政府體系的定位。蘇維埃國家是「無產階級專

政體系」，在這個國家裏，共產黨領導一切，一切行政機關，立法、司法機

構，工商企業、工會、青年團和其他群眾組織、學校⋯⋯都是這個體系的組

成部分；它還擔負教化功能，「使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完全脫離資產階級」hq。

全國是一張大網，沒有公民的個人獨立，更沒有區隔個人和政權的公民社

會，沒有公民權利觀念和保障制度。

在這個體系中，知識階層不過是有用的工具。所謂尊重或不尊重知識和

知識份子，不過是領導方法的差異，與這個體系的結構無關。共產黨要領導

一切，包括領導人們的思想，動輒「統一思想」，言論自由和公民的政治權利

與這個體系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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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毛澤東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蓋以自由給與

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hr稍後，身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他又斬釘截鐵地說：「言論只讓多數人自由，那少數人的自由一定給他剝掉，

和着以前恰恰相反。」在廣州和以後革命軍隊所到之處，中間派的報紙也不能

存在hs。毛澤東對傳媒的定位是：「通訊社及報紙是革命政策與革命工作的宣

傳者組織者」ht。

馬克思非常重視言論自由，到了列寧及其追隨者那裏，便沒有這一說

了。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對外大肆宣揚民主、自由。就在那時，彭德懷說了

幾句「從思想自由原則出發」、「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之類的話，毛澤

東勃然大怒，專門寫信斥責ik。1959年廬山會議上，又把這個陳年老賬翻出

來，意在說明彭不過是混進來的同路人。

四　餘論

回首百年，不管人們承認不承認，中國確實走了一段大彎路。根源是上

述三道思想緊箍咒捆住了中國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執政黨勇敢地拋棄了

消滅資本主義和世界革命的幻想，整個國家面貌煥然一新，但階級鬥爭和專

政仍被一些人奉為鎮國之寶。於是，作為現代國家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心中

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要完成現代化大業，即使光從經濟領域講，也急需把

中國變為留得住人才和財富的窪地。可是，現實的景況是很多中產者已經或

正在考慮移民，弄個外國護照作為人身安全的保險成為一時的風向。2016年， 

稍不留意，外匯儲備就減少了四分之一（1萬億美元）；其中一部分是對外投

資，頗大一部分是變相外逃。

國人應該見微知著，勇敢地進行改革。為此要冷靜地思考一些根本問

題，有四條教訓永遠不應忘記：

第一，私有財產和公有財產一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是生命生

存、發展和繁衍的基礎；任何公民的財產，除非犯了有關罪責，絕對不可剝

奪。沒有就這個問題進行充分的辯論，是新文化運動的重大缺陷。而企業家

（資本家）是現代公民的平等一員，更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支柱，政府沒有改造

他們的權力。

第二，保障公民的自由是政府的職責；言論自由不可限制。發聲、說話

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人人都有思維能力，都有表達自己意願和見地的訴求

和權利。任何人的言行都有對錯，神化個人是愚民騙術。言論自由不以內容

對錯為前提。對自由的限制僅限於對他人權利的侵犯和有破壞當下社會秩序

的危險。

學術和思想自由是現代大學的生命線，是現代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有

關官員以為：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可以給予充分自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則

要加緊思想控制。他們忘記了學術是非的判斷非常困難，恰恰是缺少世界社

會科學進展的常識，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犯了難以彌補的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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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迸發的腦袋。有的學者揚言，要根據中國的需要和經驗重新界定人文社

會科學的概念。踐踏常識、哄騙外行，莫甚於此。現代學術本性就是國際性

的；給經濟學、法學、史學、社會學⋯⋯劃階級，定國籍，不過是階級鬥爭

理論餘毒的標本。如果被當局採用，將摧毀中國學術和中國的大學，為鎮壓

知識階層提供根據。不幸，從最近的有關舉措中，可以看到這一獻策的陰影。

第三，知識階層是社會平等的一員。知識階層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支柱，

政府有保障他們的自由的責任，沒有改造他們的權力。知識階層是知識和文

化的載體，他們有傳承和發展學術文化的責任和能力。「以吏為師」是專制社

會的標誌，官員向老師請教，有何不妥？工農兵有尊師的傳統，「接受工農兵

再教育」不過是壓制和折磨知識人的騙局。

現代社會人人平等，各階級、階層不應有高低貴賤之分。不能再處心積

慮把知識階層鍛造成為「聽話，出活」的工具；讓中國的年輕人不要在動輒得

咎的氛圍中生活，成長為敢說、敢笑、敢幹的現代公民。

第四，法治國家與階級鬥爭、個人崇拜水火不相容。進入二十一世紀，

法治國家成了大小官員的口頭禪，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現象。但我們要牢牢

記住：首先，法治是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法治與階級鬥爭是水火不相容

的。當下中國，地主沒有了，資產階級是政府努力扶持的，要與哪個階級鬥

爭？與國內外「敵對勢力」鬥？各國政府都有情報機關，他們的行動出格了，

依法處理可也，談不上甚麼階級鬥爭。有的官員喜歡大談國內「敵對勢力」。

但如何界定和處理所謂「敵對勢力」？法定罪名有這一條嗎？法定程式又如何？

不能打出階級鬥爭旗號，就任意行動，把往日對敵鬥爭那一套搬出來。建設

法治國寫入憲法後還在高唱階級鬥爭，是踐踏憲法和法律、侮辱現代文明的

行為。

其次，法治是限制政府權力的制度。大小官員都是公民、傳媒、人大、

政協監督的對象。越出民主制度，搞個人崇拜是災難的開端。從蘇聯到中

國，慘痛的教訓歷歷在目，絕對不應重蹈覆轍。

這四條是現代社會的常識，是邁向富強、文明的現代國家的光明大道。

蘇聯與它們背道而馳，終歸崩潰。深研英國富強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中國

沉淪的教訓，嚴復1896年沉痛地說：「身貴自由，國貴自主」，國家盛衰的關

鍵是「自由不自由」il。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森（Amartya Sen）也說：「自

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im哲人智慧，應該記取。

恢復經濟自由，造就了今日中國經濟；沒有全面的自由，不可能真正成為一

流的現代國家。

註釋
1	 本文提及的蘇聯，不單指成立於1922年12月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也包括其前身蘇維埃俄羅斯聯邦——蘇俄；為敍述簡便起見，蘇俄、蘇聯互為	

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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